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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检查条例 港产片 香港电影

2021香港电影审查纪实：从Hong Kong到Xiang Gang，禁映删减时刻
的生存之道

“要是香港在国际上没落，那么‘香港电影’这分类也不再适用。”

风物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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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照香港电检处的审查指示去剪，邓国骞的这部6分钟黑白短片，在达到公开放映标准时，会是一部只剩

下不足四分之一——89秒——的作品。

新界一栋老房子的客厅里，跨媒体艺术家邓国骞正观看他拍的“禁片”。两年前反修例运动现场的画面在屏

幕上不断交叠，半透明的影像以巧妙的速度进行新陈代谢。想起画面可能来自某时某地之际，眼前又换了

另一光景。影片没有配乐或旁白，现场声音和画面一样，以蒙太奇的方式呈现。

这段黑白短片长约6分钟，原定要在一场公开表演中播放，并于今年5月送到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

（通称电检处）审查。根据香港《电影检查条例》，所有在香港公开放映的影片必需先取得核准证明书

（通称准映证）才可合法播放。

在回信中，电检处指邓国骞的影片纪录了一些可能触犯《国安法》，以及《刑事罪行条例》中煽动罪的行

为、图像、标语和涂鸦。信件又警告，如影片上映时播出这些内容，他亦“可能违反相关条文”。虽然指控

严重，电检处职员笔下只有实务的官话。字里行间又为邓国骞留下一度“活口”：“检查员认为影片经删剪

00:28-00:50及01:53-06:08的片段，可评为第I级。”按香港电影审查的三级制，第一级“适合任何年龄人

士”观看。

雨天的气味，穿过邓国骞身后的窗户在室内和旧物的尘土味混合，为影片披上不相称的历史感。“好像已经

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盯著屏幕说。框中举伞的游行人士、写著口号的布条和天桥上的防暴警察，交叠成一

幅完整的2019年日常图像。

为了自己的作品不被剪去超过四分之三长度，这部名为《今<东京梦华录>——终章：香港》的短片，只有

声轨能够在公开表演中现身，完整版本至今未曾透过任何渠道发布。

“这一刻的香港，其实可以改名了，一向叫做‘Hong Kong’，现在可以

改为‘Xianggang’。要是香港在国际上没落，那么‘香港电影’这分类也

不再适用。”



跨媒体艺术家邓国骞。摄：林振东/端传媒

之前的时间是偷来的 


邓国骞并不是唯一碰上审查高墙的人。今年一部名为《执屋》的香港新浪潮剧情短片，同样被电检处要求

大量删剪与反修例运动相关的情节，最后亦未能如期在电影节中公开放映，再次将言论自由和审查议题推

上香港时事新闻版面。

高压之下，亦有电影生产者如纪录片《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和剧情片《少年》的制作团队一样，索性放

弃在香港公映的可能性，明言不会将电影送检，只在海外发布。

这两部因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而生、又未在本地发表过的作品，刚于11月27日在隔岸的台湾第58届金

马奖中，前者获得最佳纪录片荣誉，后者则获最佳新导演、最佳剪辑两项提名。

《国安法》通过的日子里，香港电影人面对的不只是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电影检查条例》，还是过去一

年间香港政府以《国安法》为蓝本进行修订后的这部条例。

先是今年6月，香港政府修订《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新增条目指，电检处辖下的检查员应“小心

留意影片中对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以及作品中对有机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刻划。

两个月后，政府又提出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建议赋权政务司司长可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先前发出的

准映证，同时计划加强对放映未获核准影片的人，施加更重刑罚， 将刑期提高至监禁3年或罚款港币100

万元。相关修订获建制派议员支持，并在10月于立法会以不记名方式通过。



根据修订，若检查员认为内容“可客观和合理地被视作认同、支持、宣扬、美化、鼓励或煽动”相关罪行，

可以将影片列为“不宜上映”。而修订后的《指引》又指检查员有职责“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虽然政府说明《指引》中新增有关国家安全的修订是在6月11日刊宪后生效，而整部修订后的《电影检查

条例》于11月5日生效，但从邓国骞的例子可见，在《国安法》生效后和《指引》推出前的这段时间，电

检处已然将《国安法》纳入电影审查的考量中。

电检处又指自去年7月至今年11月底，计向9,000多部影片发出准映证，只有一部影片被评为“不宜上

映”。然而，到底有多少影片和邓国骞的作品一样处于未被直接禁制，又未得到准映证的夹缝中，则不为人

知。

端传媒曾向同样收到电检处警告的另一剧情短片导演查询，对方以受到压力为由，拒绝接受访问。 


就算最终不能公开播放，只要重复将作品投向审查的高墙，墙下的残骸或许

就指明界线所在。



《暗夜星辰》与《理大围城》可会同等待遇？ 


现年38岁、生于香港的邓国骞家对电检处的审查结果不意外。成长期间经过数次大型社会运动，他早预想

会有如《国安法》一样绝对的“真章”降临于香港。“我只是思考，还剩下多少时间？现在想起，之前的岁月

是偷来的。”

送审的短片由他在示威现场拍下的画面组成，纪实性的录像经艺术性的剪接，成为一部界乎抽象和写实的

作品。当中一些烽火连天的画面本就常见于新闻片段，甚至也有政府推广《国安法》的宣传片中。“可能他

们觉得我选择上有取向，”邓国骞说，或者审查者质疑他的背景。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无论画面是否纪实，只要和反修例运动扯上关系，作品就不可能在今天再作公开放

映。这空间的收缩，体现于独立电影推广组织影意志身上。

这个由导演崔允信出任艺术总监的组织，去年发行反修例纪录片《理大围城》。虽然该片曾于2020年1月

获香港电检处发出准映证 短暂上映后却令影意志旋即成为建制媒体的攻击对象 紧贴中共立场的《文汇

http://yingechi.org/


获香港电检处发出准映证，短暂上映后却令影意志旋即成为建制媒体的攻击对象。紧贴中共立场的《文汇

报》在今年1月就撰文认为影意志透过发行独立电影“借机煽暴”，到6月再加上散播港独思想，借电影“歪

曲事实、鼓吹仇恨”等字眼，亦曾提倡禁播《理大围城》。连串事件令影意志接连在今年夏天失去来自香港

艺术发展局的资助和原来的办公场所。

《理大围城》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面对“指控”，崔允信否认相关“罪名”，反指纪录片中的事件前因后果广为人知，没有美化暴乱的作用。虽

然电检处没有重新为《理大围城》评级，但从莫大的舆论压力下和影意志的处境看来，它显然不能再次在

香港登上银幕。崔允信并质疑，同样有警民冲突画面，由警务处联同凤凰卫视制作的电影《暗夜星辰》，

是否同样会被电检处拦下。若然审查方是以意识形态作准则，他说“整个电影业就真的玩完了。”

习惯在体制外创作的崔允信指，独立电影比商业制作更灵活，就算最终不能公开播放，只要重复将作品投

向审查的高墙，墙下的残骸或许就指明界线所在。相比之下，他认为动辄花上过千万港币、以年计时间制

作的商业片，其实更受影响。

审查只能扼杀独立电影？ 


“以前‘娘炮’没事，那大家就拍，因为有观众看，谁知道你现在会说‘娘

炮’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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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 不行。

电影人田启文打著“田鸡”外号，在香港电影圈打滚三十多年，他自国安法生效后一直观望这条法例对行业

的影响。只是看了一年多，没看出个究竟。“不知道谁会跌入法网，什么时候跌，如何跌，全都是未知之

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访问，他说了将近20次“不知道”。

在银幕上一次次滑稽的演出背后，有另一个田启文。他曾出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熟知商业电影界

情况。他指单从纯港产片开拍的数量，还看不出国安法的影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去年只有不足10部戏

动工。虽然到今年11月为止，已有15部戏开拍，但也只是过往一年开工约20部戏的七八成。

话虽如此，田启文不认为香港电影人需过份忧虑。“传统香港电影，其实没有人触碰政治，用政治题材拍电

影又有市场的，没有（例子）。”他说现在更像是因为有些人不接受某些纪录片，政府因而用相对广的法例

约束所有电影，波及整个行业。

“拍戏的目的，要么是赚钱，要么是得奖，没有人想挑战法律，难道是傻的吗？”田启文说，同时，他多次

强调同行要守法和尊重《国安法》和审查这些“防御措施 ”。“公道点说，会不会有人利用拍电影‘做文章’，

或是有隐晦的意途呢？真的不知道。”



曾出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的“田鸡”田启文。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参与中港合拍片多年，目前又在内地工作，田启文说真正令投资者忧心的不是《国安法》，而是内地“政策

的快速改变”。他指近来政府部门对艺人德行的关注令拍摄气氛变得复杂：“以前‘娘炮’没事，那大家就拍，

因为有观众看，谁知道你现在会说‘娘炮’不行。”

今年5月起，内政府部门启动了一系列整治娱乐圈的行动，当中包舍要求从大小屏幕上杜绝“畸形审美”，以

及打击俗称“饭圈”的网上粉丝团体。另一方面，又有艺人忽然在中国境内网站上被禁杀，亦曾流传当局将

封杀持有外国国籍的影星。

田启文说金主们担心在电影从构思到上映的数年间，因政策改变最终不能上映，投资泡汤。他又以一则内

地影星赵薇的传闻为例，提到由她执导，于2016年开拍的《没有别的爱》。虽然没有官方说明，但坊间推

断，是因为片中台湾演员戴立忍曾就社会运动表态的关系，一直没有上映。田启文说他认为并非香港的审

查，倒是来自中国内地对影视行业的审查才更是“真正严重影响创作”的因素。

香港电影：经济动物＋美丽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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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经济动物＋美丽误会？ 


“香港人从来不把香港电影视为一种艺术，一分一毫也没有，从来都是一门

生意。”

对今天的观众来说，指香港电影拜金、没有主体性，或许有点冒犯。一直以批判目光看港产片的影评人朗

天却说，正是这种赤裸的商业主义令香港成为电影史上一个特异点。“香港人从来不把香港电影视为一种艺

术，一分一毫也没有，从来都是一门生意。”他援引美国电影理论家 David Bordwell 的解读，指在8、90

年代将香港电影工业推上国际市场的是一种全方位的“精力过盛”。

“简单来说，就是疯狂，甚至是剩余，”他说，“香港电影擅长拍的笑片，那些笑位特别疯狂，特别多⋯⋯甚

至是5分钟一个‘小 gag’，10分钟一个‘大 gag’，笑到停不下来。动作片也是，密密麻麻，从头打到尾，这

是世间罕见的。”这年代的香港电影，以过盛的官感刺激见称，有四溅的血花和射不完的子弹。又因为工业

式制作，确保了一座城市的电影产量足以和美国、印度等国家竞争。

“另一种香港电影特色就是抄，恬不知耻的抄，”朗天说周星驰的作品中就有大量抄袭外国电影的元素，而

所谓“无厘头”就是由骤眼看不到罗辑的拼凑而生，特殊的喜剧效果。他说这种毫不忌讳的抄袭，反映出赚

钱至上的心态，又说明了当时香港电影没有负上艺术所要求的原创包袱，因而能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日子

中，创生一个奇葩。再推演一层，正因为当时的香港人“内里中空”，同样是单纯的“经济动物”，才接受就

些没有内容的电影。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些政治反讽桥段在朗天看来，于现行修订后的《条例》下应会大部份消

失。“毕竟，香港主流商业电影重点都在赚钱，要在生存和言志之间取舍，

几乎毫不意外会倾向前者。”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却补充，港产片黄金年代的导演大多习惯以隐晦的方式表达思想。几

代人经历国共内战、文革以及冷战，多年来的动荡局势已在他们体内注入著重商业和回避政治的因子。加

上8、90年代相对平和的社会气氛，香港导演鲜有置入明显具政治性内容，充其量透过一些无伤大雅的桥

段，例如在喜剧中置入贿赂公安的情节，简接表达批判。“混和了，你就分不出我是在批判，还是搞商

业，”吴国坤说。

吴国坤所说的这些政治桥段，虽然只是混合在商业行为中用来赚取笑声、服务商业目的，情节也大多是反

讽程度，但对许多内地观众来说，这种在中国内地电影中绝不会出现的情节，也确实构成了他们集体记忆

中香港电影旧有魅力一种之来源。只是这些政治反讽桥段在朗天看来，于现行修订后的《条例》下应会大

部份消失。“毕竟，香港主流商业电影重点都在赚钱，要在生存和言志之间取舍，几乎毫不意外会倾向前

者。”但他又认为不排除真正想言志者会阵地转移的可能，“也说不定部分电影人可能会选择在另一途径言

志，例如电视。电视、新媒体⋯⋯或会是另一战场。”

吴国坤口中上一代香港电影状况，随著商业电影制作于00年代大举北上而改变。老行家跑到内地期间，香

港院校在本土又孕育出新一批年轻导演，他们未受传统电影工业洗礼，敢于挑战一些较小众的题材，例如

社会纪录片。“他们不遵从商业电影的玩法，心态完全不一样，”吴国坤说，他们透过电影言志，将作品化

成行动。“对这班人来说，拍电影是（社会）运动记忆的一部分，这应该是当权者最不想见到的。”

朗天观察，2000年后香港年轻人开始在这个本来无根、以流动为主的城市寻根。他以2007年参与皇后码

头保育运动的人为例，称这一代及其后的为“新香港人”。与由外地移居至港的前人不一样，这些新一代土

生土长，认同这座城市有值得去爱的地方，亦不将它当成中转站。他说这种观念见于00年代间上升的生育

率，亦见于电影中对香港的描绘。就算是带怀旧感的重现，朗天指创作者也是在“建设理想中的香港”。他

们通过重现，想像香港应是如何，然后用行动将其现实出来。



“对（这块）地方有认同时，你拍的电影就不一样，”朗天说，自此，香港电影人由唯利是图的“机灵小子”

走到“抗争的一代”。也是这样的新一代，经历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迎面遇上当下修订后的

《条例》，因运动而生的故事却遇上审查关口，变得无处安放。

影评人朗天。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国安法后，香港年轻导演的生存之道 


相关禁忌只会越来越多。 例如曾是香港电影主流的警匪片，今天就变了烫

手山芋。“新一代的电影人不会想再拍警匪片，我觉得一定会避⋯⋯无论你

如何描写也好，也有危险。”

青年导演何爵天，不是吴国坤口中由学院步入独立电影圈的人。2015年于香港演艺学院毕业后，他由负责

确保画面细节正确的场记做起，先后跟拍林超贤两部作品《激战》和《破风》，到今年担正，执导首部长

片《正义回廊》，以2013年大角咀弑亲案为故事蓝本。“好的就去学，不好的也要知道，”他说片场有在学



院得不到的实战经验。

《正义回廊》在两年前得到电影发展基金融资，部分制作费由政府支付，其余由美亚电影投资补足。在传

统电影工业的日子为何爵天带来不少人脉，例如担任监制的翁子光就有丰富导演经验，编剧团队中又有资

深写手谭广源，整体上相对顺利“埋班”（就位）。

此外，电影发展基金还提供给香港青年导演另一个可能的出口，即同属基金辖下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过

去曾促成《一念无明》和《沦落人》等作品。目前首部剧情电影计划每年向最多六个分别来自大专及专业

组的团队，发出分别高达800万港币的资助。申请导演必需​​从未拍摄过80分钟或以上的商业电影，团队中

一些主要岗位必须由香港永久性居民担任，亦不可额外融资。

何爵天指融资计划达6000万港币的预算上限，比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要高，制作上因此更有弹性，但相应是

要得到投资者青睐，票房成败亦要向金主交待。

在香港做青年导演可有的第三种机会，就是低成本制作，以小额资助或个人资金完成作品。虽然难以找来

当红影星出演带动票房，但何爵天说近年香港也有像《夜香・鸳鸯・深水埗》般制作虽小型、但回响不错

的作品，。

谈到申请融资期间将《正义回廊》剧本送审，他说由于剧中没有太多政治元素，一切都很顺利。但去到条

例已被修订的今天，同样的过程是否会有政治审查，何爵天也说不准。他倒是观察到为中港合拍片写剧本

的编剧们，经常需要考虑内容是否可以拍摄，而非如何拍得好。

“我觉得香港将来也会是这样⋯⋯（涉及）政治一定不行，关于政府部门的（情节）也已经不行， ”何爵天

认为香港目前尚仍有触及社会议题和拍摄同志电影的空间，但相关禁忌只会越来越多。

例如曾是香港电影主流的警匪片，今天就变了烫手山芋。“新一代的电影人不会想再拍警匪片，我觉得一定

会避⋯⋯无论你如何描写也好，也有危险，”他说。



青年导演何爵天。摄：林振东/端传媒

业界最难关口：两边审查，观众撕裂 


“在适当的时候，拍适当的电影，用适当的开支。” 


现实中的政治，又影响电影选角。与中国内地某位演员的政治理念不与当局一致就会受到小粉红群起攻之

相反，在香港民众撕裂、蓝黄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若然一位演员政治立场鲜明，很大可能不受某一部分本

地观众的欢迎，何爵天说这给电影的影响是票房可能会大打折扣；另一个可能影响，则是作品因为选角而

没法进入大陆市场。

见证香港电影工业由80年代的风光大制作，走到今天要靠政府资助开戏，资深电影人钱小蕙说观众群的撕

裂令这界别更难复苏。

“（香港）有很多好演员，因为年青一代的导演和观众觉得（某些演员）和他们不是同一思路、同一想法的

人，就会排斥（他们），我觉得这是对创作人最大的扼杀，”她说这只会在官方审查之余，再加重创作者的

自我审查。

钱小蕙指过去两年一些受此类影响的电影，往往只是刚好遇上社运，而当初在制作时根本没有考虑演员政

治立场，亦没可能预想到观众会忽然改变对演员的观感。她说理想的情况应是，选角只基于实力以及是否

和剧本契合，而创作者可以超脱自身意识形态去写剧本。惟近年亦有不少香港艺人如杨千嬅、蔡卓妍和钟

欣潼等，迁居内地或表示将来会较著重在当地工作。



分裂和不稳定的市场，亦令钱小蕙这些监制较难找到人愿意注资拍电影。就连以往借助国内庞大市场回本

的中港合拍片，今天在投资者眼中也变了风险高、回报慢的项目。

“有很多电影回到国内，因为审批的问题，钱押很久，而且银码不少，变相很多投资电影的公司会很小

心，”她说。近来本地公司倾向参与电影发展基金的融资计划，虽然投资额不及合拍片，也为香港电影圈带

来了工作。

许多客观条件不及从前，钱小蕙说业界正在经历“最难关口”，但她也观察到一些细微的正面改变。“以前要

明星，现在要演员，”随著观众对演技要求提高，钱小蕙说一些不起眼、但有实力的演员也慢慢在电影圈找

到发挥空间。

除了近年官方资助的增长，她说一些较成熟的演员因为不太担心收入，较愿意以象征式片酬加上分红的方

式，参与年轻导演的作品，变相减低了开戏的成本。

参与将近40部电影的制作后，钱小蕙这样归纳香港电影精神：“立足在自己地方，用人民关怀的精神，关心

社会，但拍出来的戏，放诸海外也能得到他人的共鸣。”她支持香港导演以本土为题材，但认为不能一直拍

只有香港人才懂的电影。就算不进入内地市场，也要思考如何让电影在艺术和商业层面行得通。

“在适当的时候，拍适当的电影，”钱小蕙说，又补上一句：“用上适当的开支。” 


短片《今<东京梦华录>——终章：香港》片段。图：受访者提供



前途？ 
 “ 不拍戏也是一种反抗⋯⋯ 这沉默是政治性的。” 


被问到香港电影的将来，朗天说这个类型可能已“完成使命”。“这一刻的香港，其实可以改名了，一向叫

做‘Hong Kong’，现在可以改为‘Xianggang’，”他说要是香港在国际上没落，那么“香港电影”这分类也不

再适用。

虽然他指审查在香港已经到了“极权”程度，但不等于应就此搁笔。“创作人不应因能否发表、有没有人观赏

而影响作品，”朗天和吴国坤一样，认为应继续写剧本，记下当刻情感，待条件许可时再拿出来，看还值不

值得拍成电影。

“过了十年、八年，你写不出来的，”吴国坤又引述一位电影人：“ 不拍戏也是一种反抗⋯⋯ 这沉默是政治

性的。”

和钱小蕙一样，田启文发迹于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参演过一部又一部嘻笑怒骂、百无禁忌的喜剧。被问

到香港电影是否还有这样的空间，他说：“这一刻我真的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从两人身上，可以看到传统香港电影人的务实：他们强调支撑著这个工业的是资金，所以满足法律以及市

场的需要，是无可厚非。要是养不起大众电影，也没有资源去拍文艺片了。但学者和评论家又观察，正是

那些偏离主旋律的港产片，吸引到观众的目光。

比起几位前辈，准备开拍第二部电影的何爵天倒是相对乐观。他认为香港电影会有新的存在方式，例如导

演可以透过演员的选择达到令观众明白自己是何种立场的效果。今时今日的观众会将对香港文化的认同，

转化为入场支持港产片。

“你不用打正旗号说些什么，但你用哪个演员已经告诉观众你的想法，”何爵天说刚步入电影圈的偶像团体

MIRROR 成员能否带动港产片票房，就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知之数。



以文革为题材的台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网上图片

被禁制可是结局？ 


香港电影相对开放自由的日子，只有90年代初到去年为止，约30年的时间 


自2008年开始研究香港电影审查制度的吴国坤，恰巧眼看著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当下现实。为了搜集民国

以及英殖时期的报章和政府档案作研究材料，他曾走遍英国、内地及香港。“本来我是想研究电影⋯⋯但慢

慢变成从电影看香港历史发展。”

这些尘封数十年的档案，记录了不同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角力：国民党在民国时期为实行语言统一，打压

粤语电影；冷战期间港英政府不抵北京压力，封杀以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情片；又为了为保持

面面俱圆的形象，同时禁制反共、反美的政治宣传片。

在他眼中，香港电影相对开放自由的日子，只有90年代初到去年为止，约30年的时间，“不是大家想像中

那么长”。宏观一点，他指电影审查在世界各地“不同阶段有不同变化，在开放与保守之间不断摆动”。

确实，今天被禁制的，明天可以全院满座。 


回想学生时代逸事，学者提到《皇天后土》和《假如我是真的》两部以文革为题材的台资电影。1981年，

两片在港被禁：前者上映一天后因北方压力旋即被抽起，后者则是直接禁映。



但正如吴国坤所说，审查的力度总是不断改变。1989年，两片重新送审，登上香港银幕，还是学生的吴国

坤终于有机会一睹这些“禁片”。旧事重提，他依然兴𡚒难掩：“我哋‘仆到去睇’！（我们抢著去看）”


